






之后, 他毅然以抗倭守土为己任, 投笔从戎, 倡办全台义军。“马关条约”签订之后, 丘逢甲又以“在籍
工部主事、全台义军统领”的名义率全台绅民三度上书清廷, 强烈反对割地求和。当日军在台登陆,
巡抚唐景崧逃跑之后, 又率义军“极力抵抗, 血战二十余昼夜”, 最后因饷尽弹绝而不支, 不得不于乙
未年( 1895 年) 六月含恨挥泪内渡, 回到原籍广东镇平。
乙未割让台湾, 山河破碎, 家园沦丧, 对丘逢甲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而对丘逢甲率义军在台
抗日壮举清廷不仅未于褒扬表彰, 而且还有人诬告其“违旨作乱”, 令内渡后的丘逢甲更平添许多的
积愤和愁闷。然而“十年如未死, 卷土定重来” 。念念不忘复土雪耻的丘逢甲并未因此消沉下去, 他
相信只要大家有愚公移山, 精卫填海的顽强精神, 共同努力, 就一定会使祖国强盛, 驱仇复土就终有





空前加剧的局势, 以维新派为首的有识之士, 以变法为号召, 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热潮, 他们以一封
封奏折叩击九重宫阙扉环的同时, 发出了一个激越的呼声: 要救国, 必须着重教育!他们认为中国今
天“北托于俄, 南慑于英、法, 东割于日本, 岌岌几不成国, 原所有倾败之由, 在民愚之故” 。而西方
各国及日本所以强大, 百事兴举, 在于“兴学之极盛” 。因而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 要变法维
新, 要在同资本主义列强的竞争中稳操胜券, 当务之急须要振兴教育, 兴学智民, 他们提出“欲开中
国之新世界, 莫亟于教育” 。如中国不办教育, “二十年以往, 民之智愚, 益复相悬, 以与逐利争存,
必无幸矣” 。
当时教育救国的思想在社会各界中广泛流行, 影响渐大, 到 1900 年之后, 更形成了一股波澜壮
阔的教育救国时代潮流, 其声势之浩大, 影响之深远正如时人所说的那样, “甲午庚子以还, 内为志
士所呼号, 外受列强之侮辱, 始知教育为中国存亡之绝大问题, 于是众口一声, 曰教育教育” ; “青
年志士稍识时危者, 莫不把兴学救亡之策, 奔走呼号” ; 特别是“东南学子, 咸知振兴学务为救国保





海景韩书院, “专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学课士” , 向学生介绍宣传新思想、新知识, 即使被守旧者“目





成民智低下, “其上自王公大臣, 而下至百执事, 叩以六洲之名茫勿知, 询以经世之条瞠勿答, 遇交涉
则畏首而畏尾, 值兵事则百战而百败” , 从而导致了目前“国势积弱, ⋯⋯无地不可为胶旅港龙之
续, 无人不在杀掳淫掠焚烧驱逐之中” 的惨局。所以丘逢甲认为欲“思强中国, 必以兴起人才为先,
欲兴起人才, 必以广开学堂为本” 。他还大声疾呼号召全国的魁儒巨子, 忧时惧祸之志士, “接踵而
起”, 立即行动起来! 如“及今不振刷精神, 破釜沉舟, 力图自立, 顾尚日奔走于无用之学”, 待到大难
临头, “虽悔亦无可追矣” , 表现了他想振兴教育的急切心情, 至于学校所学何物, 丘逢甲说: “以中
学为体, 西学为用, 中学为纲, 西学为目”, 并规定“本学堂以昌明孔子之教育为主义, 读经读史, 学习
文义, 均有课程, 务期造就同志有用之学” 。从丘逢甲对八股及科举制度的严厉批判中, 我们知道
他所说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与顽固派、洋务派所宣扬的“伦礼纲常”是完全不同的。他所说的“中
体论”, 除了强调经世致用, 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外, 更与康、梁托古改制的“孔学”有异曲
同工之趣。至于丘逢甲所说的“西学”除了自然科学之外, 还包括西方的“政体”、“政学”。丘氏对于
日本学习西方, 变法图强, 卓有成效, “不三十年亦遂以学强其国” , 尤其感兴趣。在创办潮州东文
学堂时, 就聘日本人熊泽纯之助为教授, “欲使学者窥识维新学术也” 。这与洋务派仅袭西学之“皮
毛”, 单单强调学习西方之“船坚炮利”, 而忽视其政体大法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日本学习西方
的成功经验, 兼且其政俗文字与中国相似, 学之较易, 所以丘逢甲认为要学西方, 不妨先学日本和日
文, “西人有用之学, 东人多已译之, 能读东文, 即不啻能读西方也” 。因此他提出同文学堂应聘日
本品学兼优之士为教习。
丘逢甲不仅是教育救国思想的重要倡导者, 而且还是教育救国思想的积极实践者。岭东同文学
堂筹办时, 他就“亲自草定章程, 亲赴南洋募校款, 亲在汕头布置校舍” 。学校成立后, 他又自任监
督(校长) , 顶住重重压力, 克服种种困难, 其中包括守旧势力的阻挠破坏, 把学校办下去。1904 年丘
逢甲见岭东同文学堂已步上正轨, 便辞去监督职务回镇平, “以内忧外患日亟, 益积极兴学”。在家乡
设立自强社课, 为族中子弟削笔课艺, 常鸡鸣不寐。不一载, “社中子弟在县科各考中均崭露头
角” 。同年冬, 丘逢甲又以族田的收入作经费, 在家乡创办员山、城东两所族学, 以其始祖讳“创兆”
为校名, 开粤东族学之先河。次年, 他又派“宗人子弟”前往闽之武平、上杭, 邻之平远、嘉应、兴宁等
邑为同宗或异姓筹办族学, 皆得先后成立。“单以创兆名校之丘氏族学, 闽粤之间不下十数” 。丘逢
甲十分重视师范教育, 为了解决兴学所引起的师资不足问题, 于 1904 年和 1906年先后创办镇平师
范学堂和员山创兆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 专为闽、赣地方培育小学师资人才 。
当时维新派认为要兴国单靠兴办国内教育是不够的, 要赶上西方文明, 还必须广派游学, 采万
国之良法, 速成有用之人才。丘逢甲也经常“力劝有志青年赴东西洋留学”, 在他的鼓动下, 自 1903
年以后, 岭东留学日本者达数十人 。1906 年夏, 丘逢甲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聘赴广州出任两广学




教育救国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改良的, 且带有片面夸大教育作用的局限性, 然而, 在当时时代
条件下仍然是一种进步的潮流。首先, 它对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推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岭东
地区为例, 在丘逢甲、黄遵宪等人的倡导推动之下, 兴学之风大盛, 很快地由原来偏僻闭塞的山区变
成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地方, 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仍然存在; 其二, 维新派以学校教育为手段进行的
思想启蒙和兴智育才工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理论和干部上作了准备。丘逢甲的许多学生如林
震、姚雨平、邹鲁、林修明等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成为“同盟会”的骨干会员, 成为辛亥革命、讨袁
乃至北伐的中坚力量, 就是一个明证。因此, 对丘逢甲等人孜孜不倦, 不屈不挠从事教育事业, 并以
此作为救国、报国之责的时代精神, 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
二、由拥护变法到转向革命
1905 年 8 月 20 日,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成立了
全国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 并通过了《军政府宣言》, 明确地提出了: “驱除鞑虏, 恢复中
华,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六字纲领。“同盟会”成立之后,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
产阶级革命派朝气蓬勃, 积极开展各项革命活动。他们一面创办《民报》及其他报刊, 广泛宣传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 大造革命舆论, 运用“批判的武器”与改良主义思想展开斗争; 一面派人
回国, 发展革命组织, 联络会党和新军, 不断发动武装起义, 对封建专制的清王朝进行“武器的批
判”。在“同盟会”的推动下, 民主革命的主张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民主革命的运动迅速高涨, “横
从海外灌海内, 已似洪流不可绝” , 成为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
内渡后, 丘逢甲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属于维新派的范畴, 而且与维新派的关系也不错, 1900 年赴
港时曾同维新派人士会晤, 并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合摄持刀并立小照留念。然而随着形势
的发展, 清廷反动、腐朽的本质暴露无遗, 丘逢甲认识到清廷“终无振作希望”, 思想上开始渐渐“倾
向于排满革命” 。1906 年元月, 由日本“同盟会”总部奉派回岭东地区从事革命联络运动兼主盟的
谢逸桥回到家乡, 行装甫卸, 即与丘逢甲等地方进步人士联系, 丘虽未加盟, 但对“同盟会”的宗旨表
示赞同 。同年冬, 丘逢甲在嘉应务本学堂监考时答复该校吴监督、黄监学谈时事前途也表示: “保
皇党之说, 非不稳健, 但时机已过, 人心已去清室, 康有为等无能为矣。”他并断言: “清室不出十载必




革命党人, 掩护、支持他们进行革命活动。1909 年 10月广东省咨议局成立, 丘逢甲当选为副议长,
即延揽留日归国的“同盟会”会员古应芬到局担任秘书长, 邹鲁为书记。在兼任两广方言学堂监督
时, 又聘邹鲁到校任职, 教授国际公法、财政、经济等课程。后经邹鲁的推荐, 丘逢甲又把“同盟会”的
骨干、革命党人朱执信也一并请到学堂中任教 。在丘逢甲有意无意的安排之下, 咨议局和两广方
言学堂成为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重要据点。每当青年志士因奔走革命, 或从事维新, 而“触刑网, 犯
官威”时, 丘逢甲“辄不避牺牲, 以己之名位庇护之” 。1910年 2 月赵声、倪映典所发动的广东新军
起义事泄, 党人名单为官方所得, 当时广东巡警道王某携名单到咨议局按图索骥, 拟逮捕陈炯明和
邹鲁二人。丘逢甲先发制人谓: “陈某邹某是我最信任的人, 假使他们是革命党, 那么我一定也是, 要
是按名单捉人的话, 请先从我捉起”。在丘逢甲的保护之下, 王某无可奈何, 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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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邹鲁和陈炯明等“同盟会”会员参与 3 月 29 日黄花岗之役的证据又为官方搜获, 情势十分
危急, 丘逢甲在无法再曲为掩护的情况下, 催促二人立即出走暂避, 躲过了清军的搜捕 。因为丘逢
甲“喜欢革命党人” , 对革命党人爱护备至, 革命党人对丘氏也十分信任和尊重。1910 年初, 赵声、
倪映典在广州发动新军起义之前曾拟定计划, 准备在起义成功之后推举丘逢甲任临时民政长官 。
由于丘逢甲赞成和支持革命, 掩护革命党人, 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和不满, 把他“列入党魁, 登诸报章,
形诸公牍, 甚而入之奏简” 。1911 年新任广州将军凤山更是密奏广州革命大绅以丘逢甲为首, 拟
就职后严厉捕治, 但丘逢甲仍“行为如故, 置生死于度外” , 表现了他赞同和支持革命的坚定立场。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各省纷纷响应, 宣告脱离清廷而独立。两广总督张鸣
岐、水师提督李淮也如惊弓之鸟, 惶恐不安。革命党人潘达微、邓幕韩、邓警亚等人默察情形, 决定利
用革命形势高涨的机会, 促使广东和平独立。不料当革命军在汉口大智门失败的消息传来之后, 张、
李态度转趋强硬, 不仅发出严示, 制止民众倡言独立的举动, 并威胁粤人, 如敢反抗, 格杀勿论, 还欲
派兵进攻革命党人。在此关键时刻, 丘逢甲和在籍翰林、清乡总办江孔殷利用自己的关系, 会晤张、
李, 晓以利害, “暗事开导”, 迫使他们放弃顽固的立场, 向革命党人输诚 。为了使张鸣岐不能再改
议, 丘逢甲又趁热打铁, 在正议长易学清称病躲避不出的情况下, 依靠邓幕韩等革命党人的协助, 于
11 月 8 日以咨议局副议长的名义主持召开各界大会, 通过决议, 正式宣布广东独立 。
面对武昌首义, 全国纷纷响应的大好形势, 丘逢甲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曾对友人说: “内渡十七
年, 无若今日快心者!” 广东独立后, 丘逢甲被推为军政府教育部长。12 月作为广东省代表之一赴
南京出席独立各省组建中央临时政府的会议。会议前夕, 丘逢甲在上海谒见了孙中山先生, 并向上
海的广、肇、嘉、潮各帮殷商劝捐, 资助临时总统府的经费。对于广东省北伐军, 丘逢甲也调护备至,
“为之请炮械、请增援, 为之向前途各军接洽” , 为北伐军顺利进军江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912
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丘逢甲也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参议
院参议员。正当他准备大展雄才, 为国出力时, 却不幸积劳成疾, 于 1912年 2 月25日病逝于镇平淡
定村。弥留之际所言“皆民国大局安危之计, 并未言及家事” , 真正做到为国家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三、诗界革命一巨子
丘逢甲不仅是著名的爱国志士、教育活动家, 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早年在台湾时即有《柏
庄诗草》诗作流传, 影响颇广。乙未内渡之后, 丘逢甲除了投身教育, 参与社会活动, 同情、支持革命
之外, 还用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从事诗歌的创作, 在其生前即有《蛰庵诗存》(手抄本)、《仓海君罗浮游
草》、《金城唱和集》等问世。1911 年丘氏又将内渡后的诗作自辑为《岭云海日楼诗稿》, 逐年分册, 嘱
好友丘复校订。1912年丘逢甲逝世后, 遗稿由其弟丘瑞甲、兆甲及丘复共同编辑, 定名为《岭云海日
楼诗抄》, 于次年出版, 后来又几经辑补、修订, 多次再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岭云海日楼诗抄》就是
丘逢甲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内收丘氏内渡后的诗词近二千首。丘逢甲的诗风苍凉激越, 雄
健豪迈, 英气过人, 为时人所推崇, 在中国近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梁启超曾经把丘逢甲与近代著
名爱国诗人黄遵宪相提并论, 称其为晚清“诗界革命一巨子” 。南社中坚柳亚子也赋诗赞誉: “时流
竞说黄公度, 英气终输仓海君; 战血台澎心未死, 寒笳残角海东云” 。对于丘逢甲诗作的思想内容、
艺术风格, 许多学者曾作过专门的研究, 并有不少精采的论述, 本文因篇幅所限, 于兹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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